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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汉魏六朝文献异文之复杂繁多，学界向来多有

认识。历代学者早已针对各种具体文献做过大量的

校勘考证；在方法论层面，文献校勘学界对于古代典

籍中的异文案例及类型归纳，也已有丰富精深的阐

述，成为今后进一步探索的重要基础。不过，传统的

异文校勘成绩及方法探讨大多聚焦于校正字句，复

原正确文本，对文本的整体性变异及其生成机制则

较少探讨①。近年来，国内外汉魏六朝文学界对钞本

文化、文本生成等问题的关注显著加强，学界的探索

帮助我们日益意识到，文本变异并不仅限于局部的

文字正误，而且与文本生成原理及特定时代的文学

形态密切相关，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的论题②。尤其是

站在文学本位来考虑的话，整体性的文本变异和局

部的字词讹误相比，对我们正确理解那个时代的文

学面貌或许更为关键，因而也就更有从观念上加以

重视的必要。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尝试对汉魏六朝

文学的文本变异类型及形态作一探讨。

应当首先说明的是，本文的立场始终是文学的

而非校勘学的。前辈校勘学者对于古典文献异文的

精密校勘工作及方法归纳已蔚为大观，足以成为后

人研究的坚实基础③。本文的分析对象及意图，在三

点上与一般意义上的校勘学有所不同。其一，前辈

所论，多针对早期典籍(实际处理对象则为宋以后刊

本)，归纳通贯性的文献整理凡例；本文则意在从文

本变异角度出发追问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相关问

题，故尤其关注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特定表现形

态。其二，异文校勘重心在于对文字作精确校勘；而

本文所论为“文本变异”，重点不在于字词层面而在

于句段篇章。其三，一般而言，校勘的目的总在于确

定正讹，恢复“正确”文本；而本文所论，既有可以明

指其“误”者，也有无关“正误”的类型。文学文本在

历史中流动的过程、受到的影响、发生的相应面貌改

变，以及这种面貌改变对今天回顾汉魏六朝文学时

发生的引导作用，才是本文探讨的中心所在。

文本变异与文本生产的机制紧密相关，与文本

的生命史伴随始终，因应着不同的阶段而表现出不

同的类型特征。今天我们还能见到的汉魏六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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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大体来说可以区分出四个生成层次：

一、作者本人写作时的“创作修改”。由作者本

人造成。

二、创作当时或稍后发生的“场合润色”。作者

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

这两个层次的原初面貌已基本不可见(出土文

献和存世法帖为仅有的例外)，我们只能从第三、四

层次的存录去加以窥测。因此，在过去的研究中，对

此的讨论也最为薄弱，本文作为重点探讨。

三、作品问世后的“编撰流传”。这一层次主要

凝定为《文选》《玉台新咏》等早期总集、少数旧本别

集，以及以唐宋类书、中古正史为代表的各种文献。

四、完整文本大量散失后的“汇集整理”。这一

层次集中体现为明清以后的大规模诗文别集重编及

全集汇编，同时也是现代读者及研究者直接面对的

主要对象。

可以看到，文本生成的不同环节，都会造成相应

的文本变异。其表现固然纷繁多歧，但若取其最有

代表性者，则不妨分别称为“修改性变异”“摘略性变

异”和“加工性变异”三种类型。以下分别结合具体

例证进行讨论。

二、修改性变异：文本创生阶段的作者与环境互动

毋庸赘言，写作通常包含从推敲草稿到润色写

定的过程。如果定稿之前的其他过程文本都被废弃

了，这一过程只会产生单一的最终文本；但如果草

稿、改稿流出，就会造成差异文本并存。这种情况下

的变异不妨称为“修改性变异”。当然，如果我们还

能对这种差异文本的出现层次有清晰的体认，比如

某文本为稿本，某文本为修订本，那么问题还是清晰

且容易解决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情形

在近代印刷业发达后都普遍存在，从而使相关问题

停留在技术性的校勘层面。然而汉魏六朝文学的情

形却大为不同。随着漫长的时间流逝，这类过程文

本大量佚失，仅有少量留存，这不但使幸运留存的文

本变得难以定位，在研究中如何选择、利用文本也成

为问题；而且更导致“写作修改”的过程从研究视野

中隐退，使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整体姿势与较晚近

的文学研究之间出现偏离。

由于汉魏六朝文献残缺过甚，已不再有手稿实

物能让我们观察到修改性变异，故相关研究很难进

入到文本实例的层面④。不过，有些例子仍能帮助我

们进行一定程度的考察，窥见“修改”对理解当时文

学形态的深刻影响。任昉《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

表》是一个典型案例。李善注指出：“此表与集详略

不同，疑是稿本，辞多冗长。”这一推测值得重视，但

“辞多冗长”到底是本集所载的文本，还是《文选》所

选的文本，却有些含混。从一般的语感来说，应是指

《文选》文本冗长；然而实际上这篇文字在《文选》中

是非常特殊的一篇，比《艺文类聚》卷五一所载还要

少几十字(《文选》一百九十四字，《艺文类聚》二百二

十七字)。如果李善所见的任昉本集所录比《文选》

还要简短的话，那么这件作品至少就曾经有三种差

异相当大的文本在唐代流传。遗憾的是本集已不

可见，下面比对《文选》和《艺文类聚》的录文(参见

[表1]，加着重号处为互不对应的句子，中间基本相同

的数十字避冗略去)⑤。
[表1]

《文选》卷三八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称诏旨，许臣兄贲所请，以臣袭封南

康郡公。

臣门籍勋荫
·····

，光锡土宇。

臣贲世载承家，允膺长德
····

，而深鉴止足
·····

，脱屣千乘
····

。……

若使贲高延陵之风
········

，臣忘子臧之节
······

。是废德举
····

，岂曰能贤
····

。

陛下察其丹款，特赐停绝。不然
··

，投身草泽
····

，苟遂愚诚尔
·····

。不
·

任丹慊之至
·····

，谨诣阙拜表以闻
·······

。臣诚惶诚恐
·····

。

《艺文类聚》卷五一

一日被司徒符印，称诏，二日许臣兄贲所请，以臣绍封南康郡公。

臣世属启圣
·····

，运偶时来
····

。尚德畴庸
····

，先锡土宇。臣贲载世承家，兄
·

居长德
···

，而量已夙退
·····

，内事园蔬
····

。以臣行达幽明
······

，早酷荼苦
····

。贲天
··

伦冥至
···

，友爱淳深
····

。非直引塉推温
······

，故能逃迹让位
······

。鞠育提养
····

，以
·

及人次
···

。事死让生
····

，尚均脱屣
····

。取信十室
····

，本若锱铢
····

。……

伏惟陛下，俯权孤门哀荣之重
········

，爰夺臣贲一至之轻
········

。察其丹款，特

赐停绝。至公允穆
····

，微臣克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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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寥寥百余字犬牙交错，大部分都是句子无法

相互对应的异文。这里只讨论可能涉及修改的问

题。《文选》有而《艺文类聚》无的句子，还有可能是被

删除了的；但《艺文类聚》有而《文选》无的文字，尤其

是中间“臣世属启圣”以下百余字的一段，恐怕就只

能理解为《文选》所据的文本原来就没有这些部分。

李善说“疑是稿本”，这当然是一种谨慎的语气，但在

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能性

最大的推断。而这样的两份修改性文本，在内容旨

趣上造成了相当显著的差异。

首先是《文选》中“臣门籍勋荫，光锡土宇”一

句。这是南朝贵族文学中常见的套话，只是泛泛表

示自己出身高门、封有爵位。而在《艺文类聚》中，这

句却写作“臣世属启圣，运偶时来。尚德畴庸，先锡

土宇”，明确指向其父，南齐开国的头号功臣褚渊。

因为“畴庸”义为“酬功”⑥，褚蓁当然不可能自称有德

有功，而且爵位也是由他父亲褚渊传给兄长褚贲

的。“世属启圣”一联则只能用于表示朝代开创时

期。因此，《艺文类聚》只能解读为追述褚渊对南齐

的开国之功，而不会是褚蓁的自述。其次是接下来

赞扬褚贲的部分，两书所录的句数差异是4∶16，非常

悬殊，这也显示出很鲜明的修改指向：从《文选》中只

能隐约看到褚贲不求名利的风度；而《艺文类聚》录

文的文本层次却丰富得多，一是营造褚贲归隐田园

的形象，二是强调他对弟弟的友爱，三是推崇其公平

谦退的贤能品德。可以看到，修改所关心的重点，就

在于如何塑造褚蓁父兄的形象。

这样的修改，不但反映出文本面貌和构思的差

异，而且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创作时与时代舆论、接受

者之间的紧张互动关系。褚贲兄弟让封一事和宋齐

之际的禅让，以及当时士族政治文化的关系很深。

褚家受刘宋恩宠极深，父子兄弟都与帝室联姻，故褚

渊助萧道成篡宋，也最被时人斥为卖主。《南史》本传

史论说他“逢迎兴运，谤议沸腾，既以人望见推，亦以

人望而责”⑦，可以想见当时舆论压力之大。褚贲、褚

蓁兄弟作为其子嗣，不能不深刻感受到这种尴尬处

境。《南齐书》记载他拒绝出仕甚至让封于弟的直接

原因就在于心痛父亲的失节：“世以为贲恨渊失节于

宋室，故不复仕。”⑧“世以为”三字正透露出这次让封

事件所处的舆论环境。褚蓁面对这样的环境，自然

不能不小心谨慎地处理、营造自己的家庭形象⑨。尤

其是第二段异文中的“量已夙退，内事园蔬”云云，正

强烈地暗示出褚贲和一般士族不同的形象，传达出

他面对舆论的低调姿态。可知《文选》文本的方向是

淡化具体人事，企图用套语轻描淡写地带过，而《艺

文类聚》文本则是处处凿实褚家的当时处境。也许

是褚蓁认为原作过于简略，而希望加强对其父兄功

德形象的刻画；也许反而是感到这种形象塑造太过

刻意(甚至可能有反讽的效果)而希望予以削弱。我

们无须强求认定哪一种才是更原始的形态，或者说

两种不同的文本各自显示出了所追求的效果，而经

由它们所保存下来的差异本身才是最有意味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文选》中“若使贲高延陵之风”

以下两联，不见于《艺文类聚》所载同表，反而见于同

卷所载任昉“又表”。这早已引起古人怀疑，张溥《汉

魏六朝百三家集》即于《文选》此文后加案语曰：“此

篇出《文选》，与《艺文》所载二表中有异同，恐是后人

裒合为一。”⑩但从此文撰作到《文选》编纂之间最多

不会超过五十年，若依此说，则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便已出现对当代名家之作的改头换面，并且萧统等

还信之不疑，收入这种拼凑文本，而唐人编《艺文类

聚》时反倒能得到未经拼凑的两种《表》，未免于理不

合。而如果从作文修改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倒

是引导我们思考另一种可能性：任昉本人将已写成

的句子安插到前后所上的不同让表中，而修改过程

中的未定稿又流传在外，这便造成了有些文献录为

一表，而有些文献却载为二表的结果。

从修改性异文的立场出发，可以对诸葛亮的名

文《出师表》结尾部分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六臣本

《文选》卷三七所录这部分文本是：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

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
······

，则戮允等以章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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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

。(《六臣注文选》卷三七，第687页)
加着重号的部分，《四部丛刊》影宋本校语指出五臣

本作“责攸之、祎、允等咎，以彰其慢”，不仅文字不

同，更无“若无兴德之言”一句；李善注本同五臣本，

注曰：“今此无上六字，于义有阙，误矣。”可见李善

认为这是影响到了文意表达的脱文。而中华书局本

《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相关部分是：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

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

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陈寿《三国志》卷三五《蜀书·

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册，第920页)
方括号内的文字，是钱仪吉据《三国志·董允传》的摘

引校补的。然而《董允传》所引末句是：“若无兴德

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这明显与《诸葛亮传》不

同，而同于六臣本《文选》。与此相对，《诸葛亮传》则

与李善本、五臣本基本一致，只是“咎”“慢”二字位置

互换而已。因此，这一句其实存在两个系统，前者有

“若无兴德之言”一句，对董允等的处罚措施是十分

严重的“戮”之；后者则没有这一句，处罚措施也只是

“责”备而已。而这种文本差异是与整体文意丝丝入

扣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前一系统中，董允等是没有

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故“戮”之；而后一系统因为少

了一句，文意变成诸葛亮和董允等都是因为北伐无

功而获罪，作为主持者的诸葛亮当然要被治罪，而董

允等则只是负连带责任而已，所受的责罚自然也就

可以轻微一些。因此，这样的差异，恐怕更可能反映

出撰写文章时的构思转变，而非单纯的意讹。而钱

氏的校补反倒是打破了这两种系统的界限，使原本

泾渭分明的文意混淆起来了。

类似这样的文稿修改，在那个曾经充满现实紧

张感的世界里，无疑在反复地出现着。文本变异由

于作者与环境的互动而产生，包含着那个时代文学

创作的丰富信息。如果我们把这种已消失的动态背

景也纳入思考解读当中，汉魏六朝文学也将获得更

立体的理解。草稿、改稿，乃至在正式文件传播后仍

可能进行的润色增删，都可能被混糅进不同的文献

中而得以存留。近年来学界对明清时期的诗文集已

逐渐兴起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依据实例取得了可观

的成果；在唐宋文学方面，也已出现令人瞩目的力

作，如陈尚君对李白诗歌多歧文本、浅见洋二对宋人

文集焚弃改定问题的论述。而汉魏六朝时期由于

实物的缺乏，我们仍难以大面积地铺开实证探索，但

通过仅存的线索探测曾经存在过的这一文学空间，

不但对汉魏六朝文献的解读具有价值，而且对通贯

理解中国文学的生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修改性变异除了受到作者主观表达意图的影

响，还往往与当时的书写场合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文

本书写适应不同语境、不同功能需求的表现。如曹

操《请增封荀彧表》(参见[表2])。
这两种文本不但在措辞上大相径庭，有些地方

[表2]
《后汉书》卷七○《荀彧传》

昔袁绍作逆，连兵官度，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

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
···

守
·

，徼其军实
····

，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

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

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度，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
····

以自百
···

，臣众怯沮以丧气
·······

，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埶。复若南征

刘表，委弃兖、豫，饥军深入
····

，逾越江
···

、沔
·

，利既难要，将失本据。

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

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原
·

其绩效
···

，足享高爵
····

。而海内未喻其状
·······

，所受不侔其功，臣诚惜
···

之
·

。乞重平议，增畴户邑。

《三国志》卷一○《魏书·荀彧传》裴注引《彧别传》

昔袁绍侵入郊甸，战于官渡。时兵少粮尽，图欲还许，书与彧议，

彧不听臣。建宜住之便，恢进讨之规，更起臣心，易其愚虑，遂摧

大逆，覆取其众。此彧睹胜败之机
·······

，略不世出也
·····

。及绍破败，臣

粮亦尽，以为河北未易图也，欲南讨刘表。彧复止臣，陈其得失，

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

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后若南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

将失本据。彧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

也。是以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功

拔之捷。前所赏录，未副彧巍巍之勋，乞重平议，畴其户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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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内容也不对应，《别传》多出一处，而《后汉书》则多

出五处(参见着重号部分)。我们不难推断这是经过

修改润色的两种先后文本(甚至可能就是稿本与定

本)，有几处标志性的文句可以帮助我们窥见此点。

其一，《后汉书》称“尚书令荀彧”，《别传》直接称

“彧”，前者表现出更正式的官方口吻。其二，《别

传》文本是一种预设读者对背景有所了解的姿态，

更符合曹操本人对事情深知底里的心态，而《后汉

书》文本的叙事立场则较为旁观。如《后汉书》中的

“而彧建二策”，《别传》直作“彧之二策”，便是一种

已知荀或曾献二策的语气。其三，《后汉书》文本的

骈偶性更强，也就是更注重辞采。如《别传》“以为

河北未易图也，欲南讨刘表”一句，《后汉书》作“将

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反过来，《别传》的口

语色彩更强，“彧不听臣”这类表述很能令人想到曹

操直抒胸臆的形象。考虑到《后汉书》与《别传》在写

作性质及时代上的差异，我们推测范晔是通过较为

公开甚至官方的途径抄录文件，而《别传》作者则依

据了当时流传的私人文本(可能是手稿)，或不至太远

离于事实。

更进一步思考，在带有官方色彩的场合下，“修

改润色”不一定出于作者本人之手，“作者”有时只提

供了一个基础文本，而整理撰定则已是具有独立性

的另一行动(官修正史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时的修

改意味着从私人话语向公共话语的转变，而修改性

变异则成为刻录这一转变的符号。景初三年(239)十
二月曹王芳《复用夏正诏》(参见[表3])。

这两种文本不但整体差异悬殊，而且在能够对

应的局部也理路不同，《三国志》文本站在“臣子”的

立场，而《宋书》的文本则明显是皇帝自称的口气；

《三国志》称复用夏正的依据是“礼制所由”，而《宋

书》却以高度私人化的子孙之哀为理由。如果回到

文献的原本语境，便会发现《宋书·礼志》是在魏明帝

驾崩后朝廷议礼的文本语境中记录这份文件的，其

前文如下：

三年正月，帝崩，齐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书

卢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弃离万国，《礼》，忌

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

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

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博士乐祥议：“正日

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

属朱诞议：“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元首建寅，于

制为便。”大将军属刘肇议：“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

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宋书》卷一四

《礼志一》，第2册，第332页)
魏明帝时改建寅为建丑，也就是以夏历的十二月为

正月；而他死于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恰好是正日元

旦。元旦是群臣朝贺、宴会作乐的日子，与国丧的

哀戚之情便不免要发生冲突。乐祥、朱诞、刘肇分

别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案：其一，元旦的朝贺礼仪照

旧，但推迟五日才宴会作乐；其二，恢复建寅，这样

元旦和国丧就错开了；其三，把朝贺礼仪推迟到正

月二日。

在了解了事件始末后再读这两份文本，其差异

性就一目了然。《三国志》录此诏书于帝纪，并不记载

这一议礼过程，其所录文本也只能隐约看到改历与

明帝去世间的关系；而《宋书》文本却完美地回应着

这三种方案，也非常吻合曹芳在这一场合下的心态：

作为继承人和未亡人，他与皇太后无法忍受在这一

天接受朝贺(否决乐祥议)，而正月二日朝会又不合乎

[表3]
《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

烈祖明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

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为得

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

《宋书》卷一四《礼志一》

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

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

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

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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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传统(否决刘肇议)，因此只有回改历法是最合适

的办法了(赞同朱诞议)。
由此看来，《宋书》录文显然是在回应群臣议礼，

并带有强烈的个人化抒情语气。当然，曹王芳即位

时年仅八岁，这份文件似乎不太可能由他亲手写

下。但至少，这一文本是站在皇帝本人的立场上(代
言)，以一种临场反应的姿态发出的声音，则是无疑

的；而《三国志》所录则要含蓄得多，更像是经过斟酌

后的总结性发言，这可能是经过中书省润色后正式

颁布的昭告天下的官方正式版本。

耐人寻味的是，此诏既然已被陈寿录于《三国

志》，沈约应当是看到了的，而他最终选择的却是另

一个更符合此语境的文本。这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

后世文献编撰者在面对前代文献、档案时的多歧处

境。他可能是面对着几份相同文件的不同文本而选

择其一，也可能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只能获得

多种文本的其中之一。这当中既有作者希望最终留

给世人的定本，也有作者未必希望公诸于世的底稿

或改稿，而我们今天所见的，只是复数亲缘文本中的

幸运儿而已。

三、摘略性变异：编选处理与对称法则的作用

在作品脱离作者及与其仍血脉相连的时代而进

入后世的阅读流通环节后，文本的复制传递便成为

了新的主要变异渠道。在这一环节中，最为普遍地

影响着汉魏六朝文本的，是“摘略性变异”。实际上，

传统校勘学中熟知的“脱文”“夺行”，就可以视为一

种非主观故意的摘略性变异。但在汉魏六朝文学

中，更具有特征性的却是出于主观故意造成的摘略

性变异：由于抄录、编撰等原因，一种原本完整的文

本被消除了部分内容，而被保存的部分则重新合并

为新的文本。

当然，这并非这一时期的特有现象，而是贯穿在

人类文化史中的普遍现象。在原文仍然可见的情形

下，这只表现为一种摘录编选行为，在原始文本之下

制造出一种亚文本，读者随时可以通过复核原文来

了解原貌，并不会导致严重的问题。时代越是晚近，

通常意味着文献数量越大，保存途径越多元，原文也

就得以越完整地保存。因此，在明清以至近现代，这

种现象并不足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而对汉魏六朝

而言，这一问题却由于原始文本的普遍佚失而被强

烈放大，成为了一种根本性的缺陷。在很多时候，部

分删节脱落后的阙文性文本都被直接当作了原文来

处理。然而，事实上我们拥有的只是大量二次甚至

多次制造的文本，原始的完整文本大抵都已无法确

认。因此，在对作品进行研究之前，其实有必要优先

针对“摘略性变异”进行鉴定，尽可能确认其与原始

完整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许应当成为今后研

究的一个自觉前提。

经过近年来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唐宋

类书编选者对汉魏六朝文本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摘

录拼接。不仅类书，连正史、总集中那些看似完整的

录文也往往如此。摘略性异文最严重的影响在于歪

曲文意，紊乱文体，导致误判作品的篇幅体量及结构

比例。不但如此，这种异文还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因

为其改造后的文本仍是由完整通顺的句子构成，不

存在“异文”问题。如果缺乏原始正确文本的对照，

这类变异几乎一定会误导读者往错误的方向去解

读。笔者过去已经探讨过一些典型的例证，例如沈

约《郊居赋》，《艺文类聚》卷六四的录文存在跳跃性

删削，隐没了叙述历史部分的一些关键性年代、事

件、标志，使沈约追忆祖父事迹的局部文字变成了其

自述个人的奋斗史；《艺文类聚》卷一八所录王粲《闲

邪赋》，也是由于删去中间关键性的角色转换语句，

而使原本是叙述主体哀叹求美不得的文辞，变成了

被追求的美人自伤年暮之语。而在涉及整体的层

面上，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更极端的例子。《艺文类聚》

卷二三引颜延之《庭诰》：

(1)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周明之德也；厌滋

旨而识空嗛之急，仁恕之功也。岂与夫比发肤于草

石，方手足于飞走者，同其意哉？罚慎其滥，惠诫其

偏。罚滥则无以为罚，惠偏则不如无惠。(2)嫌或疑

心，诚亦难分。动容窃斧，束装盗金，又何足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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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议狱，而僭滥易意。(3)火含烟而

烟妨火，桂怀蠧而蠧残桂。然火胜则烟灭，蠧壮则桂

折。故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昏。(《艺文类聚》卷二

三，上册，第421页)
这种似通非通的文本，在汉魏六朝文献中是很常见

的。说其“似通”，是因为每一句都能解释出来，而且

相互间也有藕断丝连的关系，至少我们能看懂这都

是些教导士大夫修身持家的箴言；说其“非通”，则是

因为前后的逻辑颇不连贯。不过，《庭诰》另有长篇

的录文保存在《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中，一读便

知，《庭诰》的体例乃是治家格言的集合，各条文字相

互独立；但在被《艺文类聚》选录删改合并之后，这一

语境便告消失，读者才不得不将其读作一篇前后脉

络贯通的文字。这段文辞以序号所标出的三个部

分，其实是分别从三条全不相干的教训中抽出来重

新合成的，根本无法合在一起解读。第一段专论人

生而天赋同气，只是偶然有贵贱等级之分，所以富

贵不应凌傲贫贱。第二段与前一段其实完全无关，

而是专论一家之主应宽厚处事，不被猜疑所惑。

第三段关系更远，已转向讨论另一个“生”与“欲”

之关系的命题，“火含烟而烟妨火”的喻体其实是

“生之德”。然而根本未在《艺文类聚》所录前两段

文本中出现的“生”字，又让读者如何揣摩得到

呢？更令人徒叹奈何的是，完整的《庭诰》已不可

得见，即使《宋书》中所录的《庭诰》，也已经是“删其

繁辞，存其正”的摘略性变异文本了。我们能够做

的，其实只不过是用一个变异文本来作为另一变异

文本的标准而已。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汉魏六朝文学的时代

特性，摘略性变异还呈现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形态。

汉魏六朝是钞本的时代，也是骈偶性文学的时代。

这两个基本特征界定出其异于他种文化形态的面

貌。和一般的文体不同，骈文是一种趋向于对称静

止的文字生命。这种生命是高度形式化的，就像一

根枝条上繁密对生的两组树叶，一旦失落其中一组，

其形式立刻便被破坏。在骈文或至少骈文倾向明显

的文本中，如果出现了奇数的句组，即使没有其他

来源的文本可供对勘，也仍然有必要将摘略性变异

的可能性考虑在内。如《艺文类聚》卷一七吕安《髑

髅赋》：

于是髑髅蠢如，精灵感应。若在若无，斐然见

形。温色素肤，昔以无良，行违皇乾。来游此土，天

夺我年。(《艺文类聚》卷一七，上册，第322页)
“温色素肤”一句，从句式及押韵来判断，明显是独立

无依的，可知这里至少脱去了相应的下句。这种情

形较易判断，可不赘论。但是，还有更为隐蔽的情

形：如果被抽去或掉落的是一组或若干组对句，或者

从两组(或更多的偶数组)对句中各抽去一句，则句

子仍然能够保持均衡的偶数对称形态。在这种情

形下，由于“对称法则”的作用，变异就变得十分隐

蔽，难以察觉了。这种“对称性变异”作为汉魏六朝

文学文本摘略性变异的特殊形态，值得给予特别的

关注。先来看看贾谊名作《鵩鸟赋》的赋序部分(参
见[表4])。

《艺文类聚》文本将“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合

成了“孟夏庚子”这一单独的四言句，前半部分的点

读因此发生连环错位——就像穿衬衫扣错了扣子、

考试填空题填错了空似的。只有一直读到“谶言其

[表4]
《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

甚闲暇。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曰

“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

凶言其菑。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服乃叹息
····

，举首奋翼
····

，口不

能言，请对以意。

《艺文类聚》卷九二

单阏之岁，孟夏庚子
····

。鵩集于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

萃。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

请问于鵩。余去何之？鵩乃叹息
····

。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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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才会发现这里多出来一个单句——但这反而又

可以和“曰”连读，理解为一个插入的叙述性散句

了。实际上，《艺文类聚》的文本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曰”字隔断了四言文气的话，这十六句是大可以

一气直下断成八个对句的。《艺文类聚》录文末尾

之所以会失去“举首奋翼”一句，有可能也正是对

句法则作用的结果——因为发现多出来一句，于

是必须要想办法将奇数句恢复到偶数句的形态。

巧妙的是，这一文本在变异以后仍然表现出一定的

音韵关系，“子”“之”同属之部，“室”“鵩”“息”“臆”

则押入声韵，使变异形态更加隐蔽。再看傅玄《瓜

赋》(参见[表5])。
《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的两种文本都维持了对

称法则，但开头的“重简其珍”一句却表明，二书的编

者对于这一局部文本正存在着“扣错纽扣”式的阅读

差异。《艺文类聚》中将此当作一联的上句，而在《初

学记》里却成了一联的下句。

更复杂的例子，还有左芬《松柏赋》(参见[表6])。
《艺文类聚》所录文本与《初学记》所录文本各自

独立标点下来都不会发生问题。然而我们仔细校读

文本，却会发现其内部实际上相互凿枘：《艺文类聚》

在“带绿水之素波”一句下脱落了三句，而“纷翕习以

披离”一句下又脱落了九句(《初学记》文本着重号部

分，《艺文类聚》文本以括号与数字标示)。结果使得

在标点“布秀叶”以下数句时，两种文献变成了犬牙

交错的形态，一方对句的上句，在另一方则变成了下

句，从而影响了文本的基本构造。

这样的文本变异，既基于文学的特性而发生，也

直接改造了文学的面貌。作为汉魏六朝文学主体的

骈文，可以说随处都是便利于这种变异发生的培养

皿；而骈文以对句偶行的节奏感又很容易引导读者

形成阅读惯性，从而忽略了内容上的错位。这一点

是尤其要注意的。

四、加工性变异：辑佚校勘及其造成的文体假象

如倪其心先生所言，古代典籍必定都经历过“重

叠构成”的过程(参见《校勘学大纲》，第 79页)，在这

个过程中不断地叠加各种加工变形。前文所论种种

变异，主要发生在一般性的创作、阅读、编录场合中，

而本节所论的“加工性变异”，则更多涉及学者在进

行辑佚、校勘等文献处理时追加的影响。

就汉魏六朝文学而言，加工性变异最主要地体

现在明代以降大规模进行的先唐文学辑佚整理工

作中。由于在早期的摘略性变异中，一种作品往往

会被不同文献删去不同的部分，后世学者在整理文

献时将其混合收集起来，试图加以拼凑复原，结果

往往反而事与愿违，进一步制造出新的变异文本。

不过，其基本情形在我过去的论文中已有详尽的讨

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以下仅就两方面的问题略作

[表5]

《艺文类聚》卷八七

重简其珍，沉之清源。披之吴刀，承以朱盘。中剖四破，虽分若

皃。质兼五味，气美芳兰。

《初学记》卷二八

选美芳园，重简其珍。披以吴刀，承以朱盘。中割而破，虽分若

完。质兼三味，气美芳兰。

[表6]

《艺文类聚》卷八八

何奇树之英蔚，托峻岳之嵯峨。被玄涧之逶迤，带绿水之素波。

(3)布秀叶之葱蒨，列疏实之离离。馥幽蔼而永馨，纷翕习以披

离。(9)赤松游其下而得道，文宾餐其实而长生。

《初学记》卷二八

何奇树之英蔚，托峻岳之嵯峨。被玄涧之逶迤，临渌水之素波。

擢修木之丸丸
······

，萃绿叶之芬葩
······

。敷纤茎之茏苁
······

，布秀叶之葱青。

列翠实之离离，馥幽蔼而永馨。纷翕习以披离，气肃肃以清泠
······

。

应长风以鸣条
······

，似丝竹之遗声
······

。禀天然之贞劲
······

，经严冬而不零
······

。

虽凝霜而挺干
······

，近青春而秀荣
······

。若君子之顺时
······

，又似乎真人之抗
·······

贞
·

。赤松游其下而得道，文宾餐其实而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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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阐述。

首先是关于校勘导致的文本假象问题。中国和

西方的校勘学都对文献在抄刻过程中遭受后人校对

而导致的讹误多有观察，得出了共通的看法。简单

的传抄之误往往会导致“易读”的文本变得“难读”，

而校勘的作用则恰恰相反。西方校勘学明确意识到

“窜改对于文本的损害往往难以证明”，并基于写本

的复杂性提出如下重要的原则，即“越困难的异文越

好”，因为抄写者会企图读懂、调和难解的文本。辛

嶋静志也指出在藏传佛教文献中“越是难读的文本

就越是原来的读法”。中国方面，顾千里也早已就

《韩非子》的版本问题指出：

通而论之，宋椠之误，由乎未尝校改，故误之迹

往往可寻也。而赵刻之误，则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

校改之……而徒使可寻之迹泯焉，岂不惜哉！(顾广

圻著，王欣夫辑《顾千里集》卷一○《韩非子识误序》，

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3页)
虽然这是针对宋刊本的议论，但在原理上同样指明

了“校改”对文本变异造成的负面影响。

传抄与校勘这两种机制所制造的文本变异虽然

方向相反，但都有“难读”和“易读”之别，留下了变异

的痕迹，成为供后人追溯解套的线索。在现存汉魏

六朝文献校勘中，这两种情形都已积累了大量案

例。不过，更深入地反映出“加工”造成变异的机理

的，或许是另一种情形：现存的不同变异文本都显得

“文从字顺”，并无明显的“错误”痕迹。早在唐代的

文献操作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类的加工性变异。

《文馆词林》卷六九五录曹植《赏罚令》和《艺文类聚》

卷五四录曹植《黄初五年令》，是同一篇文字，却有如

下的显著异文(参见[表7])。

加着重号的第一处异文共十五字，汉魏六朝抄

本一行十余字是常见的行式，而且脱文首尾恰好都

是“人”字，不难想到应是《艺文类聚》文本脱去一整

行，第二处是“骥”与“驴”(驢)的形讹，可暂不论。重

点在于末句。仅就局部来看，两种文本都可通，《文

馆词林》以“驽马”“庸夫”喻平庸无用之人，养之无

益；而《艺文类聚》引文则以“驽”喻庸人，“虎”喻凶

徒，认为这两类人物都有害无益。不过，该令的主题

在于君主当赏罚严明，使臣下同心协力，故引谚语

“谷千驽马不如养一骥”，阐述不应滥施恩惠于无用

之臣。其文脉重点在于君王治术，而并不关乎臣下

是平庸还是凶狠。由此可以判断，《文馆词林》才是

更正确的形态。

我们不妨尝试推理复原一下这种变异的发生过

程：最先出现问题的可能是形体重迭的“驽马”二字，

上下两“马”字只要脱去一个，便成“驽”字，从而将下

文读成“谷驽养庸”。“庸”字随之凸显为须被校正的

谬误焦点。“庸”与“虎”之古体“乕”形近，“驽”“虎”对

文，也易连类想及，于是“庸”被校改成了“虎”。而

“虎”下面多出来的“夫”字只能被点断为属下，接在

“无益也”之前，变成“夫无益也”，最后“夫”字又被校

改成了更符合语法的“大”字。结果，所有可能引起

怀疑的痕迹都完美地消失了。

当然，以上只是一种推测性的方案，真实的变异

发生过程未必就是如此。但这无关紧要，更多的可

能性只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文本变异的认识而已。

重要的是，这种文本变异是由相互关联的多次校改

所导致的。基于校勘异文倾向于使“难读”变为“好

读”的特性，这种变异会从个别的字词扩大侵染到句

子，甚至影响到上下文段落的关系，直到形成另一个

[表7]

《文馆词林》卷六九五

唯无深瑕潜衅，隐过匿愆，乃可以为人君上
··

，行刀锯于左右耳
·······

。

前后无其人也
······

。谚曰：谷千驽马不如养一骥
·

。又曰：谷驽马
···

，养
·

庸夫
··

，无益也。

《艺文类聚》卷五四

惟无深瑕潜衅，隐过匿愆，乃可以为人。谚曰：谷千驽不如养一

驴
·

。又曰：谷驽养虎
····

，大
·

无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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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自洽的文本为止。类似的例子，又如任昉《答陆

倕感知己赋》(参见[表8])。
“时坐”一联的三处异文形成了奇妙的组合形

态，两种文本分别会导向不同的解释和出典。《梁书》

的“枝梧”可以追溯到《史记·项羽本纪》：“诸将皆慑

服，莫敢枝梧。”《集解》引臣瓒曰：“小柱为枝，邪柱为

梧，今屋梧邪柱是也。”这里不妨将之理解为困顿欲

睡时以手支头之状。《艺文类聚》的“据梧”则显然来

自《庄子·齐物论》：“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

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郭象注：“或枝策假

寐，或据梧而暝。”可知正是形容昏昏欲睡之状。“梁

悬”与“锥握”无疑是用“头悬梁而锥刺股”之典，而

“悬梁”“锥幄”严格对偶，看起来也文从字顺。尽管

“锥幄”在早期文献中找不到相应的典故来源，但自

后世的眼光观之，则未必可认为是讹误，而可能被理

解为文献佚失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佩文韵府》

卷九二就据此列出了“锥幄”条目。

这两种文本可谓优劣相称，以理校而论，《艺文

类聚》的“据梧”优于“枝梧”，但“锥幄”却不如“锥握”

合理，而且韵字“幄”还与前几句中用董仲舒下帷讲

诵之典的“董幄”犯复了。因此在校勘上，不妨推测

“时坐睡而梁悬，裁据梧而锥握”才是正确的文本，我

们也可以给出其变异过程的一种可能：由于“悬梁刺

股”是常见的成语，所以“梁悬”首先变异成了“悬

梁”。这导致“锥握”与之无法相对。在接下来的校

勘中，“锥”字因而被理解为动词，“握”字则被修改成

了形近的名词“幄”。最妙的是，在宋明刻本《艺文类

聚》中都相同的“董幄”，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艺文

类聚》中却作“董握”。不难想见，正是由于意识到

了“幄”字的韵脚重复，校刻者才进一步将这个文段

加工成了更完美的形态。

像这种连环传染性的变异，在历史性的流传、

接受、修正过程中，变异一站又一站地传递，在中途

某站出现的一点小偏差，在下一站就会放大辐射到

其他局部，最后达到整体性的变异，而被纠正的(实
际上是错误的)文本变得和正确文本一样看不出问

题——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读起来却各自浑然无

隙。不论失去了变异文本中的哪一个，余下的文本

都会显得很“正确”，不再会引起读者的疑问。不言

而喻，相对于那些突兀触目的错误而言，这种高度

隐蔽的文本变异更为值得警惕。因为对于一个看

起来文从字顺的文句，哪怕和上下文有些游离，读

者也总是会优先选择通过意义阐释来把道理说

圆。即便对阅读汉魏六朝文献稍有经验的人而言，

恐怕都不难同意，因为在那当中意义不太显豁、逻

辑不太完美，但又算不上是“错误”的表述，实在是

太多了。我们当然不应武断地认为它们都是加工

性变异的结果，不过，如果对这种变异形态有所意识

的话，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更多的可能性，更有弹

性地解读文本。

其次，是文本变异与文体相互影响的问题，这在

加工性变异的场合中同样存在。由于加工性变异更

多地发生在晚期学者的辑佚、编校工作中，可以说是

各种变异中最浮在文献表层的类型，经常为今天的

读者及研究者所阅读，因此也更容易影响到我们对

汉魏六朝文学的印象。而在摘略性变异基础上进一

步累加的加工性变异，会从相反方向破坏骈文的对

称性法则，扭曲文体。如《全后汉文》卷五二录张衡

《温泉赋》序：

阳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远行，顾望有怀。遂

适骊山，观温泉，浴神井，风中峦。壮厥类之独美
······

，思
·

在化之所原
·····

，美洪泽之普施
······

。乃为赋云。(严可均辑

[表8]
《梁书》卷二七《陆倕传》

折高、戴于后台，异邹、颜乎董幄。……时坐睡而梁悬
··

，裁枝梧
··

而

锥握
·

。

《艺文类聚》卷三一

折高、戴于后台，异邹、颜乎董幄……时坐睡而悬梁
··

，裁据梧
··

而锥

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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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1册，第759页)
在以三言、四言偶数句组为主的文章中出现了一组

三句的六言句(加着重号处)，但这段文字主要的原始

载录文献《艺文类聚》卷九却并没有“美洪泽之普施”

一句。这句话来自《初学记》卷七：

余适骊山，观温泉，浴神井。美洪泽之普施。乃

为赋云。(《初学记》，上册，第146页)
可以说是严可均直接将这句添加到《艺文类聚》文

本，制造出了新的面貌。而像这样的奇数句组，歪曲

地反映了汉魏六朝人的文学感觉，是不可为据的。

当文献整理者没有意识到对称法则时，会直接

将异文合并，制造出违背对称法则的新变异；反过

来，如果他意识到了对称法则，则会设法对这种错位

加以弥补，这又会反过来造成文本假象。如张衡《舞

赋》(参见[表9])。
“电灭”一句的前半句出现了两种文本，如果严

可均像前述处理《温泉赋》那样处理这一个案，那么

这里也应当形成一个三句结构；然而，这时他却意识

到了对称法则(这大约是因为《太平御览》所引的两

句对仗过于明显)，于是认为“徘徊相侔”的下句是阙

文，无中生有地增入了四个阙文符号。更有意思的

例子是王粲《浮淮赋》(参见[表10])。
《全后汉文》前两句依据《艺文类聚》文本，又把

《初学记》的“钲鼓若雷”以下补在后面。然而《艺文

类聚》与《初学记》文本之间的裂缝却并非通过如

此简单的处理便可弥合的。依照《艺文类聚》文

本，只能点作“迅风兴，涛波动”的三字对句，在《初

学记》中却已失去了“波动”二字，要点作“迅风兴

涛，钲鼓若雷”这样的四字对句了。两者间实有着

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而严可均在按照《艺文类

聚》的文本把“涛波动”作为“迅风兴”的对句后，

“钲鼓若雷”便只能改与“旌麾翳日”一句相结合，

但这又使得下一句“飞云天回”无奈地处在了失偶

的状态，于是严可均不得不认为这里是缺了一句，添

上阙文符号。

更妙的是，在严可均之前，宋代章樵注本《古文

苑》卷七早已对《艺文类聚》的这段文本进行过鬼斧

神工的改造。顾千里指出，其办法是“割裂此十四字

散置《初学记》文句之间”：

于是迅风兴潭渨，涛波动长濑。钲鼓若雷，旌麾

翳日。飞云天回，苍鹰飘逸。滂沛汹溶，递相竞轶。

(章樵注《古文苑》，《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2003年版，第4册，第5b页)
先把《艺文类聚》中的“长濑潭渨”拆开分别配给前面

两句，再将“滂沛汹溶”接在《初学记》文本最后一句

之前，如此大动手术以后，居然制造出了一种像模像

样的骈偶文本，把两种早期文献扞格不入的破绽完

全消弭了。这一案例正是由于意识到对称法则而制

造出加工性变异的一种极端情形。

五、余论：文本变异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本文集中探讨了汉魏六朝文学中的种种文本变

异类型及其形态。当然，我们有必要辩证地看待汉

魏六朝文本的稳定性与流动性问题。如果因为发现

了文本变异现象，就认为所有文本都是变异后的错

误结果，都不可靠，那无疑是一种近于空想的武断，

[表9]

《文选》卷二五李善注

徘徊相侔，瞥若电伐。

《太平御览》卷三八一

窣若霆震，瞥若电灭。

《全后汉文》卷五三

徘徊相侔，□□□□。提若霆震，闪若电灭。

[表10]
《艺文类聚》卷八

于是迅风兴，涛波动。长濑潭渨，滂

沛汹溶。

《初学记》卷六

于是迅风兴涛，钲鼓若雷。旌麾翳日，飞

云天回。苍鹰飘逸，递相竞轶。

《全后汉文》卷九○
于是迅风兴，涛波动。长濑潭渨，滂沛汹溶。钲鼓

若雷，旌麾翳日。飞云天回，□□□□。若鹰飘逸，

递相竞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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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文本研究的初衷。但是，现有实例已在提醒我

们应在方法论层面加以一定的反思，避免轻信现存

文本形态而作出误判；在已经可以确认存在变异的

具体局部，也有必要通过分析、修正文本来获得新的

认识。

更进一步说，关注文本变异问题的深层价值，或

许本身就不在于纠缠局部的正误，而在于可以通过

观察变异及其形态，来探测中国文学早期生命透过

文本流动而展现出的脉络，为多维立体地理解文学

主体与时代环境的互动提供更多的视角。正如孙少

华所言：“所谓的‘文本研究’，绝非仅止于通过诸多

文本比较来确定某一文本的文字写法或史料记载之

正误，而是应该通过文本研究深刻揭示文本承载着

的思想史、文学史或社会史价值。”如果我们转换视

角，对制造出文本变异的动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也

存在三种类型：

其一，是受限于条件、能力而被动形成的变

异。因知识水平不高、态度不严谨或生理疲劳等原

因而导致的误读、误写，是写抄本文化下的普遍现

象。过去校勘中所聚焦的音讹、形讹、衍脱等多属

此类。这一类文本变异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最为

稀薄，是最单纯的劣质文本，也最容易被发现纠正，

可以不论。

其二，是主观故意制造的变异。如伪托名家制

造赝作、对古人作品狗尾续貂、改头换面等皆是。

在狭义的汉魏六朝文学文本中，这类变异尚罕见已

得到确认的实例，故本文亦未详加讨论。但学术史

上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古文尚书》等典籍的托古作

伪，《世说新语》等著作遭到宋人编辑改造，乃至《四

库全书》对违禁文字的涂抹改写等，从广义上说都

属于此类。如果将其纳入文本变异的大命题下，或

许能借助对文本变异一般规律的研究而获得新的

认识。

其三，是积极的文化行为所导致的文本变异。

其初衷并不在于改造、破坏文本，反而往往是希望更

好地创造、保存文本。在这种场合下，文本的变异就

成为不同历史阶段中人们的文学行动乃至文化事业

的一种特殊结果，从而也就成为透视那个时代文化

史的极佳入口。而这实际上就是本文探讨的焦点所

在，也是我们在探讨汉魏六朝文本变异时特别值得

展开的方向。

前文已经部分论及，在汉魏六朝时期，人们以

两种并行不悖的立场对待流传下来的文本。在与

文学学习、创作相关的场合，人们共享仍然活着的

文学传统，将前代作品作为指导性范本甚至写作

模板，在现实中学习运用。这种实用性的心态，重

点在于熔铸传统以自出心裁，不追求一字不差地

精确复制文本。而在保存、传承文本的场合，校勘

传统则一直在发挥作用，在基于高质量校勘而写

定为优质校本的同时，也泥沙俱下地制造出各种

加工性变异。

由于文本并非稳定地处在相同环境中，而是被

编织进单篇、群组、总集、别集、史书、类书等各种不

同的关系网内，文本的形态也因应着文献编撰的体

例和功能需求而改变。自南北朝至唐宋期间盛行的

类书，基于摘录重组的体例编录文本，制造了大量的

摘略性异文。这提醒我们关注以下问题：这一时期

兴起的类书编撰浪潮，在知识史上意味着知识的增

殖已达到凭个人学习记忆难以把握的庞杂程度，与

之同步增长的则是文化心理上对知识体系进行高度

秩序化、整齐化的需求(集中体现在用典的高度发展

上)。这两方面同时迫使对文本展开集成萃取的工

作，原本处于单篇状态下的众多文本因而以片段形

态被汇集到特定文本群中，分门别类而居。而这种

摘略性变异很有可能直接对文学生产模式的转变产

生了影响。首先，汉魏六朝早期显著的一种模式，是

学习模仿单篇完整范本；而从六朝后期至唐代，则逐

步转向学习类型化的、精要节选性的名句名段。其

次，可能由于面对的范本已经发生变异，而将变异文

本误认为是古代作品的原始面貌，从误解中萌发出

文学的新芽。

随着时代的远去，与汉魏六朝作品共享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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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活动愈趋弱化，学术性的文献辑佚整理倾

向则越来越加强。同时，完整的原始文本散失日益

严重，各种变异文本大面积地占据了视野，于是文本

保存工作的完整度和精确度便凸显为重要指标。在

此驱动下，学者广泛地搜集文本，从类书、总集等文

献中将仅存的文本碎片萃取出来，进行尽可能的拼

合，重新编成别集形态。而在这一过程中，又由于认

识局限和操作不当，从而制造出了新的加工性变

异。这一过程最晚在唐宋已经开始，于明清时期达

到高潮。

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每一时代的知识人都在

按照自己(及其时代)对历史文化的理解方式，去看

待、处理汉魏六朝文本，他们所造成的文本形态本身

就是时代留下的印记，负载着“当代”与“古代”的互

动信息。而变异文本就如同桥梁一般，沟通着汉魏

六朝文本和其后的时代。而正是这一点，对今天的

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

方向。

如果汉魏六朝文学作品都仅有唯一“正确”的文

本存在，那么我们的研究只需关注这一本体自身便

已足够。然而变异文本的历史性生产，却使得汉魏

六朝文学直接与那之后的历代文化史连成了一体。

在今天继续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是否还能满足

于接受文献整理的成果，作单纯的文学内部分析，这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了精确地把握文本分析对

象，我们开始有必要彻底追溯每一种文本的来龙去

脉，最大限度地了解它们是如何进入文献记载，经历

过怎样的变迁才最终呈现为今天的形态。这种追溯

工作从现代开始，经历明清、唐宋而上溯到汉魏六

朝，“从明清看汉魏六朝”“从唐宋看汉魏六朝”也就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关怀和能力。

汉魏六朝文学在历史中动态形成的复杂面貌成为亟

待研究的新课题。如果说，20世纪建立起的断代文

学研究的学科分类和训练方式，是现代学术转型的

必经之路，培养出了对特定时代学有专精的专家学

人；那么在今天，文本变异、文本流动这一入口正给

我们提供了新的阶梯，促使新一代的汉魏六朝文学

研究者不再只是基于自身修养和趣味去了解唐宋

元明清，而是将此作为一种必备的自身专业能力。

反过来，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也将不再仅对自身有意

义，而将直接为理解唐宋元明清的时代文化提供新

的支持。

注释：

①如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
五章对各种异文类型的归纳分析堪称全面，但超出字句而涉

及段落层面的，仅有第七节“错简通例”，以及第四节第四点

“节录”，简要谈及摘抄节录对异文的影响而未展开分析，与其

他部分的精微详尽相比，这些部分的探讨显然过于简单。

②应当注意，存在文本变异的各种文献，绝大多数都已难

觅其在汉魏六朝当时的实物形态(敦煌抄本和域外汉籍能提

供少数珍贵的实证案例)。对汉魏六朝诗文而言，“钞本”在多

数时候只是作为一种拟想中应当考虑在内的发生原理，为研

究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而已。

③如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弟廿二》归纳讹误通例

六十四类，倪其心统计实得六十二类(参见《校勘学大纲》，第

65页)，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五至卷七举例三十七条，此外

陈垣《校勘学释例》、倪其心《校勘学大纲》、王叔岷《斠雠学》等

均有大量举证及通例的归纳。

④较宏观的思考，参见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

文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⑤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三八，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720页；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五一，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933—934页。《艺文类聚》误题

为《为褚蓁代兄袭封表》。

⑥参见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五臣注，《六臣

注文选》卷三八，第716页。

⑦李延寿《南史》卷二八《褚裕之传》，中华书局 1975年

版，第3册，第759页。

⑧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中华书局 1972年

版，第2册，第432页。

⑨作者任昉在永明年间只是个中流官僚，直到建武末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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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过列校”；而褚蓁却是开国功臣之子，爵封郡公。在这种

代贵人作章表的场合下，文学是一种代当事人立言的行为，而

不可视为作者的本人意愿。

⑩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任中丞集·为褚咨议蓁让

代兄袭封表》，广陵书社2015年版，第4册，第632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三七《出师表》，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6年版，第4册，第1673页。

《三国志·校记》，第5册，第1499页。

《三国志》卷三九《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 4册，第

985页。

参见陈尚君《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学术月

刊》2016年第 5期；浅见洋二著，李贵等译《文本的密码：社会

语境中的宋代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荀彧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8册，第2287—2288页；《三国志》卷一○《魏书·

荀彧荀攸贾诩传》，第2册，第316—317页。

《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第 1册，第 118—119
页；沈约《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册，

第332—333页。

和汉魏六朝文本仅能通过推测现存片段文本来窥探作

者修改所致文本变异的窘境相比，近现代出版业语境下的文

献往往能够保留下经过作者之手处理的多种变本，西方校勘

学由此发展出了关于“作者最终意图”的探讨。虽然这与中古

抄本文化的语境已大不相同，不可贸然套用，但西方校勘学理

论对作者本人所造成的修改性变异的关注，仍有很高的参照

意义(参见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分别参见拙文《论〈艺文类聚〉存录方式造成的六朝文

学变貌》，《文学遗产》2014年第3期；《〈闲情赋〉谱系的文献还

原——基于中世文献构造与文体性的综合研究》，《文学评论》

2014年第3期。

《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第7册，第1893页。

司马迁《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8册，第 2497页。原书标点按散文处理，未能体现赋

体对句特征，引文标点有改动。《艺文类聚》卷九二，下册，第

1609页。

尤其是“入室”，在《史记》中本是“入处”，并非入声。可

知这一连四句的押入声韵也是后世制造的。

《艺文类聚》卷八七，下册，第1505页；徐坚《初学记》卷

二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册，第686页。

《艺文类聚》卷八八，下册，第 1516页；《初学记》卷二

八，下册，第688页。

参见拙文《明清所编总集造成的汉魏六朝文本变异——

拼接插入的处理手法及其方法论反省》，《汉学研究》2016年第

1期。

保罗·马斯《校勘学》，《西方校勘学论著选》，第59页。

巴特·埃尔曼著，黄恩邻译《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

改的内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6页。

辛嶋静志著，裘云清、吴蔚琳译《论〈甘珠尔〉的系统及

对藏译佛经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性》，《佛典语言及传承》，中西

书局2016年版，第382页。

《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卷六九五，日本古典研究会1969
年版，第424页；《艺文类聚》卷五四，上册，第970—971页。

姚思廉《梁书》卷二七《陆倕传》，中华书局 1973年版，

第2册，第402页；《艺文类聚》卷三一，上册，第559页。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1册，第305、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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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复古派文学旨趣的提出，与明代的古书刊刻、先唐

文学文本的整理本身可谓是三位一体的动向。只是这一时代

的复古文学已经无法与汉魏六朝共享“活着的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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